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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讨论关于中国的社

会保障和保险这些非常专业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一个专门的

问题我非常缺乏研究，所以组织者跟我说要讲 25 分钟的时

候，我想对于有研究的人 25 分钟时间太短，而对于我这个

没有特别研究的人 25分钟的时间太长。我用不了 25分钟的

时间，我扼要地就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人们比较集中关注

的是资金问题。我们国家穷，所以保障水平低，我相信这是

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

特殊的发展历史阶段来讲，与其说中国的保险和保障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在数量上、资金不够的话，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一

个结构问题。 

我归纳了一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在有八

个方面的结构在急速变化，这八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的现在

的社会保障和保险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第一个方面是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非常突出的变化，国有

制比重从 90％左右急速下降到不到 40％；而无论是资产上、

资本构成上还是 GDP的比重上，非国有制的比重都在迅速上

升。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社会承担社会保障和保险的责任主

体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在过去的封闭财政主导型的经济

中，国家承担相当大的保障和保险责任，现在这些责任转化

成为高度分散的社会的市场性能，这个变化带来的利益摩擦

和隐含的制度要求是相当尖锐的。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国家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我们正从

计划经济急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现在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最乐观的是一个博士做的成果，预计现

在达到 69％。这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我们非常渴望西方人认

为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所以要估算高一些。但是，

不管高或低，经过 25 年的改革，市场已经成为我们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力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源配置方式结构

的迅速改变，对我们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构成了新的挑

战。市场配置资源的价值趋向在于效率，效率一定意味着风

险，这种配置方式的变化，意味着保障和保险问题在中国尖

锐起来。 

第三是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化加速在中国是不争的事

实，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内容主要还是实现现代工业化，

真正完成现代工业化。工业化加速和产业结构的急速提升带



来一个突出的保障和保险问题是空位与失业并存。在发达国

家，空位与失业并存是发生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而中国是发

生在工业化时代的。全国总工会有一项调查，49％的下岗职

工是因为结构问题，而不是因为总量，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岗

位，而是说这个产业不行了，这个产业是夕阳产业，这个产

业的工人被历史折旧掉了。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发

生在后工业化时代，在人工投入比较密集的社会解决起来难

度会小一些，但是发生在我们的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有大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可能更加尖锐。产业结构的急速变

化，导致了失业保险等问题尖锐化，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在

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第四，城乡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城市化相对于落后中国

的工业化。城乡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的

转化要显著地提速，这背后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是

很复杂、很严重的。过去，广大的农村是没有纳入现代社会

保障和保险体系的，给农村居民的基本保障就是那块土地，

老了找这块土地说话，有病找这块土地说话，孩子将来要结

婚也找这块土地说话，等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制度、

城乡制度的急剧变化，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存在制度歧视的、

城乡分割的保障保险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至少是面临严

重的冲击。 

第五，人口结构的变化。李扬博士也特别提到了，他说



银行解决不了老龄化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银行的产品可以

解决人老了以后的保险问题。老龄化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

的事实，尽管我们现在出生率比较高，这个问题相对不如发

达国家。前一段王梦奎主任讲到一个例子，说日本出生率下

降，300 年以后日本将会只剩下 2 个人，还不知道会不会是

一男一女。我相信不是这么悲观，但中国正在遭遇老龄化，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所有的国家步入老龄化是在工业

化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以后的时期。在中国，2030年

预计我们大体上完成工业化，但是在 2030 年中国开始进入

老龄化，我们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进入老龄化

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是遗传因素，比如东方人长寿；

也可能是制度因素，这个制度特别优越，虽然物质水平不怎

么样，但是精神状态很好，所以一个个很快老龄化了。无论

如何，这事实意味着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养老等诸种风险不

能和工业化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状况简单地去比较，我们有自

己的特殊性。 

第六，关于区域结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地区、不

同省份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现在深圳的人均 GDP应

当是超过五千多美金了，上海应当是超过四千多美金，北京

是三千多美金。但是我们知道，与其同期存在的还有贵州等

等这样水平非常低的一些省份，而且中国现在还存在一个突

出的问题——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发展速度越快，而发展水



平越落后的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也越慢。贵州水平最低不说，

其平均增长速度这些年来也只有 3％，而我们全国平均的经

济增长速度 25年来是 9.4％。这意味着在发展过程中，中国

区域之间的差别是在扩大。可是这种差别扩大的情况下，社

会保障导致的人员流动、人口本身的社会性、保障的社会性

及其公平性和区域发展的严重差异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需

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还是通过地方之间的协作来解

决？是通过市场的办法还是通过行政的办法来解决？我相

信，对于我们这个非均衡的多元的大国，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第七，收入分配的结构。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在多样

化，收入分配水平也趋于差别化。毫无疑问，收入分配本身

的变化就是产生高风险的一个来源，这种收入差别和收入方

式的多样化、水平结构的多样化又使得中国的保险和保障任

务本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加严峻。中国是一个人口的大

国，如果 1％的贫困人口的保障出现问题的话，那就是大问

题——13 亿的人口，1％集中起来就相当于欧洲一个中小国

家的全体人口，如果他要跟你闹起事来怎么样？你有多少的

正规部队去镇压、去平息的？不可能。这是一个中国极特殊

的情况。 

第八个方面的结构变化涉及到我们的开放的比重，或

者说国际化的程度。这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社会保障和

保险问题来说，在中国经济滞后的情况下，这种开放程度越



大，就越会使得中国居民对于保障和保险的预期早熟。虽然

我们国内没做到，但是大家却看到了人家做到的是什么水

平；虽然我们没有采取这样的制度安排，但是他体会观察到

了别人是怎样的一个制度安排，他会回过头来要求他的社会

做出这样的安排。这种冲突恐怕不是封闭社会可以想象的。 

中国急剧的结构变化，使得中国现阶段的保障和保险

问题有了极其特殊的历史的阶段性、尖锐性和严重性。正因

为这样，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恐怕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技

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单纯去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和保险业

的问题，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问题、产业问题，而是

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

全社会转型这样的历史高度来共同认识，共同对待，共同承

担、分担相应的责任。 

怎么去解决，至少四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关注。第一，

要从制度安排上妥善地处理国家、市场、企业、居民这四个

方面的关系。中国转型期的保障有政府的责任，在体制转型

过程中如果政府推卸责任，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愧对历史

的；但如果光靠政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市场化的过程

中发生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很好地安排

这四个方面，千万不能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局面，这是体制

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结构升级和处理保险的长期化问题。一般来讲，



结构变化是缓慢的。农业劳动力的下降比重多少年下降 10

个百分点？可能很多年。但是 GDP数量变化是短期而且非常

显著的，一年就可以增长 10％。严格讲，体现发展实质最为

关键的是结构变化，而结构变化是长期的、缓慢的。但是恰

恰在中国，现在的结构变化、无论是体制还是产业结构，都

在迅速加速，这使得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仓促。发

达国家在工业化加速和后工业化加速的时候、特别是工业化

加速的时候，分配差别、结构性失业都很严重，不惜用两次

世界大战的代价来消解这些问题；而我们现在不可能发动殖

民战争解决我们遇到的结构急速变化引致的社会冲突。结构

本身的变化应该是长期的，但是我们恰恰是短期的急速变

化，这本身是发展中体现的问题。长期发展的矛盾和短期发

展中的矛盾如何对待，是要拿出我们的民族智慧来解决的。 

第三，安排经济制度来解决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一

定要树立制度的权威性，而制度的权威性很大意义上要靠

法。中国现在恰恰是一个法治秩序正在培育中的社会。一个

民族法治化的进展，不在于你对老百姓立了多少法，而是在

于对当官的人立了多少法，对公共权利有多少法律约束。保

障和保险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信用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承诺，

是一个约定。在遵守承诺里面最根本的是国家和政府要恪守

承诺，不能放弃责任，不能这任市长答应的时期二十年以后

的市长就不认了，不能说这任总理答应的二十年以后的总理



就不管了。这要求不是一般的行政约束，而是稳定的法制，

特别是对政府的承诺一定要有法律约束。 

第四，法律制度能解决多少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说，

制度能解决 20％的问题就不错了，80％的问题恐怕靠法律是

解决不了的，要靠人的本身。人区别于动物是道德。尤其在

中国保障和保险这个市场，围绕着诚信这样一个道德核心构

建我们中国的市场道德秩序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最大的问

题、也是转型社会最容易出现的是道德无政府状态。既不忠

诚也不讲信任，讲的是放纵，这就麻烦了。中国保险在未来

到底会对我们的社会有多少诚信的交代，有多大程度上值得

人们信任，确实是我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矛盾。光靠法律

制度恐怕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很多的道德，可是道德有

多少的力量呢？在金钱面前能有多少人自觉呢？人们讲道

德恐怕还要依靠法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保险市场上，

如果你的欺诈行为发生了，从法律制度上就一定要让他付出

足够的成本，使他由此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由此可能产生

的风险，这样人们才能更理智。 

总之，中国的保障和保险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总量资金不

够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结构变化发生的问题，处理它

与其说是保险业和保障事业的问题，不如说是全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道德、法律共同关注才可能真正解决的问题。 

谢谢大家！ 


